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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情报观下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构建思路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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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南京共识》规定下的“大情报观”暂时性地终结了已有的情报观争论，为情报

学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情报学学科内部的异质性仍有讨论的空间。[ 方法 / 过程 ] 本文在对情报学

学科内部异质性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描述了大情报观下广义情报学研究的研究体系，进而从过程观与历

史性两个维度刻画了广义情报学研究的实用方法体系。[ 结果 / 结论 ] 最后提出了“求新声于异邦”的

实践进路，并据此尝试性地区分了统计学传统与阐释学传统这两种源于西方的方法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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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The Big Information View under the “Nanjing Consensus” temporarily ended the existing 
debate on the view of information and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iscussion on the internal heterogene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Methods/Process]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internal heterogene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search system of general information science under 
the Big Information View, and then depicts the practical method system of general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and historicity. [Results /Conclusions]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seek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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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不论是从相关组织机构的建立与更名历程考

察情报学的史前史 [1]，还是借用库恩（T.S.Kuhn）

的“范式”理论对情报学诞生以来的各种研究进

行系统归类 [2-6]，情报学俨然成为了一个可以从

历史中汲取存在合法性和问题意识的独立学科。

与此同时，国内情报学界尽管从未停止对“情报”

及其相关概念（如“信息”“知识”“智能”等）

在本体论层面的理论探讨 [7-9]，但近年来重新从

情报观这一认识论视角入手所展开的讨论使得不

同学者对于“情报”及“情报学”的理解差异

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在“大情报观”下达成

和解 [10-12]。就情报学学科而言，《南京共识》

规定下的“大情报观”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

是情报学学科应加强情报学的内部融合以及对于

其它学科的外部影响；二是情报学学科应满足国

家发展的需要 [11]。显然，这对于新时期情报学

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不

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异同既需要在情报学学科内部

予以考察，又需要采取一定的外部视角予以审视。

尽管关于情报学方法体系以及情报学研究方法体

系的讨论已然存在 [13-20]，但由于情报学内部固有

的异质性尚未探明，在大情报观得到广泛认可的

背景下，立足于对情报学内部差异的深入辨析，

重新讨论如何构建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或许会带

来一些新的启发。

1　情报学学科的本土性

严格来说，当下国内情报学界所称的“情

报学”是一门仅存在于国内的学科，而在“大

情报观”的视角下这种学科的本土性则显得愈

发明显。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下情报学的研究

内容在国际学术环境下找不到对应物。事实

上，很多在机构上隶属于情报学教育部门或情

报学研究部门的学者都可以与国际上从事 In-

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Computer Sci-

ence 等领域①之研究的学者展开对等的交流。然

而，《南京共识》关于当下情报学的学科定位

赋予了作为整体的情报学以合法性。因此，这

里所讨论的情报学不是科技情报学、社科情报

学、军事情报学、安全情报学等的简单加总，

也 并 非 information science、intelligence stud-

ies、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的中文翻译，

而是“大情报观”下作为整体的情报学。对于

此作为整体的情报学，必须首先看到其在我国

历史上的多重建构性才能认识到其本土性 [21]。

关于情报学在我国从科技情报工作到社会科学

情报研究，再到包括军事情报学在内的情报学

教育，以及本世纪信息科学的介入这一发展历

程已为学界共识 [11]。之所以强调其历史建构

性，则是因为这一发展历程并不像线性的历史

陈述那样自然而然，而是在国内诸多学者间

的辩驳与争论 [6,22] 下达成的和解，因而本土

性必然内嵌于其中。也因此，本文在讨论情

报学相关问题的时候以国内学者的研究为主，

而不再通过跨语言间的映射关系纳入国外学

者对其所认为的 information science 等学科的

学科定位的讨论。

①此分类依据 Web of Science 对研究领域的划分。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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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本土化的、作为整体

的情报学其内部的异质性尚未被充分探明，“军

口”与“民口”的外在区分 [11,21] 似不足以完全

澄清这种内在的异质性。尽管得到广泛认可的

大情报观为情报学学科指明了发展方向，使学

界对情报学学科内部的“同”达成了共识，但

是只有对情报学学科内部客观存在的“异”进

行充分的认识，才有可能使情报学的学科发展

真正实现面向未来的内部融合。

2　情报学学科内部的异质性

本土化的、作为整体的情报学学科的内部

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信息范式与

情报范式的差异；（2）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

的差异；（3）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差异。

2.1　信息范式与情报范式的差异

情报学学科内部范式的差异经过长期探讨

已基本形成共识：源于 intelligence studies 的

情报范式与源于 information science 的信息范

式 [5,6,21]。前者强调决策支持，后者则更关注信

息服务。尽管决策支持必然依赖于特定的信息

服务，然而信息服务却未必需要直接地支持决

策。若要追根溯源，这一重心的分离实际上发

轫于我国早期的科技情报工作。在我国受到其

他国家科技封锁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信息服务

（当时还停留在文献服务阶段）的内涵基本等

同于对于国家的决策支持 [6,21]；然而当这一历史

阶段过去以后，信息范式的研究与工作和情报

范式的研究与工作便逐渐分归二途。正是这种

范式上的差异使得信息范式的研究与工作常常

遭致情报范式的学者对其缺乏“耳目、尖兵、

参谋”之功能的指责 [10]。

那么，在大情报观下情报学所达成的和解

是如何解决这种范式差异的呢？就《南京共识》

而言，情报范式的研究诉求与工作诉求基本主

导了情报学学科的话语权。尽管可以认为这是

对以往情报范式研究与信息范式研究间不平衡

现象 [6] 的反拨，然而如何具体嫁接源于情报范

式的决策支持需求和信息范式的研究实际与工

作实际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在这进一步的讨

论中，首要的则是区分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

的差异。

2.2　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的差异

在情报学学科内部，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

作的关系仍未达成共识 [23]。这一共识尚未达成

不是由于不同学者在观点上存在差异，而是由

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极为有限。在这极为有限的

讨论中，“情报学研究为情报工作提供理论与

方法指导”的论述占据主流 [23-25]，而情报学也

被规定为一门应用性学科 [23,25]。从讨论中还

可以看出，这种论述与规定是与前述之情报

范式紧密相关的，而开展信息范式之研究的

学者则很少参与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之关

系的讨论。

与此同时，已有学者指出，当下我国情报

工作缺少科学系统的研究与定位 [26]。实际上，

在大情报观下对于情报工作的重新定位是至为

关键的。一方面，开展信息范式研究的学者在

其研究语境中或许并不存在“情报工作”的概念，

而更多指向“信息工作”，尽管这两者之间存

在紧密的关联 [6]，这类学者仍需在其研究语境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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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新“发现”情报工作；另一方面，开展情

报范式研究的学者则既需要帮助开展信息范式

研究的学者发现其研究语境中的情报工作，又

要积极地在大情报观下对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

作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其中首要

的就是大情报观下情报学研究的应用性问题。

在以往情报范式的论证中，情报学研究的应

用性来源于情报工作的应用性，情报工作是

直接地为国家、政府、情报机构服务的；而

在大情报观下，情报学研究的应用性则必须

与情报工作的应用性进行细致的区分，并且

不同范式情报工作的应用性之间是否是同质

的也需要通过具体实例来予以说明。只有对

大情报观下的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在何种

意义和程度上是应用性的这一点展开深入讨

论，而不再以“应用性”一词进行简单的概括，

才能深入对学科内部差异的认识，进而在互

相了解的基础上展开有效地对话，从而避免

产生自说自话的现象。

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缺少关于情报学

研究与情报工作之关系的更为广泛的讨论，若

仅根据已有学者对此二者之关系的论述，则会

发现很多名义上的情报学研究实际上介于情报

学研究与情报工作之间，可视之为情报工作性

质的研究。考虑到这一点，并且结合前述之情

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的区分目前只在情报范式

中存在的现状，本文对以往情报学学科内部情

报范式下的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情报范式下

的情报工作和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进行了

区分。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即

从具体的现实需求出发，应用某种方法或技术

基于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进行识别、跟踪、

比较、评价、预测；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工作则

是在此基础上加入对具体决策过程的建议，服

务于特定的决策者；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

则可以被定义为从情报工作及情报工作性质的

研究的需求出发，发明、引入、改进某种方法

或技术以更好地支持情报工作的研究。

对于情报范式下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和情

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的区分可以举例说明。

如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趋势分析 [27] 使用了

已经被发明并引入专利分析方法中的专利地图

技术，可以算作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又如情

报学研究热点识别 [28,29] 使用了基于文献外部特

征的文献计量方法以及基于文献内容特征的聚

类方法，这些方法也是在研究热点识别这一情

报工作中业已成熟的方法，故也只能算作情报

工作性质的研究。而如对于多维多源创新资源

集成平台应用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0] 则

可以算作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因为这一

研究可以支持对特定对象进行评价类的情报工

作及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并且所构建的指标

体系并非已经存在的指标体系；再如构建 SIR-

EGM 模型用于网络舆情跟踪与预测的研究 [31]，

尽管已有学者将 SIR 模型用于网络舆情研究，

但结合了 EGM 模型的 SIR 模型仍然可以视为

一种技术上的改进，故可以算作情报范式下的

情报学研究。

2.3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差异

由于情报范式下情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在已

有文献中仍属于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因

此本文暂将此类研究归入广义的情报学研究之

中，同时在广义的情报学研究中纳入信息范式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SYSTEM UNDER THE BIG INFORMATI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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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情报学研究，以使得广义的情报学研究区

别于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狭义）[23-25]。

由此，本文可以从对情报学学科内部异质性的

考察深入到对广义情报学研究（暂不考虑与之

相对的情报工作）内部异质性的考察之中。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广义的情报学研

究呢？本文认为，应当从情报学学科在我国

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入手加以考察。当下我国

学术体系是我国现代性学术体系的一个发展

阶段。从知识系统所包含的内容来看，我国

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至晚清时期

的西学东渐。从甲午战前新式学堂的设立以

及对西书的译介，到甲午战后分科观念的普

及以及“格致学”的移植和“法政诸学”的

初建都为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必要的

知识基础 [32]。建国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

之发展对苏联模式的非辩证态度使得即使在

1978 年学科重建后仍然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

之发展存在一定的距离 [33]。然而近年来我国

学术体系不断调整，主要表现在本科专业目

录的更新换代 [34] 以及更多新兴二级学科和交

叉学科的涌现 [35]。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结合

大情报观的视角和以往学者对情报学作为“社

会科学”[36]、“交叉学科”[23] 的学科定位，

本文将积极地吸纳社会科学领域其它学科相

关的论述作为补充。

在 社 会 科 学 中， 普 遍 存 在 理 论 研 究

（theoretical study）与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的区分 [37,38]，其主要区别则在于研究

结论是否基于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得出。

经验资料，可以是问卷、访谈所得的文本、

实验结果、客观数据等，而文献回顾或专家

意见则不在经验资料的范畴之中。借鉴此一

分类，本文根据理论、方法、技术②与经验资

料的关系提出广义情报学研究的两种类型：

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理论研究包括：（1）

不依赖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构建理论③的

研究；（2）不依赖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

发明、引入、改进方法或技术的研究。经验

研究包括：（1）基于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

料构建理论的研究；（2）基于系统性地收集

的经验资料检验理论的研究；（3）基于系统

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检验方法或技术有效性、

优越性的研究；（4）应用某种理论、方法、

技术对系统性地收集的经验资料进行某种知

识活动（如识别、跟踪、比较、评价、预测）

的研究。可以看出，前述之情报范式下的情

报工作性质的研究即此经验研究中的第 4 种

类型，而前述之情报范式下的情报学研究（狭

义）则包括理论研究的第 2 种类型与经验研

究的第 3 种类型，而这三种研究共同构成了

情报范式下的广义情报学研究。

综上，可以得到大情报观下广义情报学研

究的研究体系（见图 1）：

②“方法”与“技术”在不同的学者眼中有不同的含义。在本文中，“技术”指的是在原理上实现方法的具体流程及
可能存在的方案选择。以聚类方法为例，该方法指的是将相似的元素尽量聚在一起而将不同的元素尽量区分开，其涉
及到的技术包括特征表示方法的确定、相似度度量依据的选择、聚类算法的选择等。
③需要指出的是，“理论”往往被认为是一组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命题，并且默顿（R.K. Merton）指出理论具有宏大理
论、中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层次之分（参见文献[32-33]）。因此本文中的“理论”不仅指代古典信息理论派、社会传
播派、智能过程派、属性结构派、决策功能派和系统理论派这些不同学派所持有的宏大理论，而且同样包括基于经验
资料所构建或检验的中层理论与微观理论。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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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情报观下广义情报学研究的研究体系

3　过程观与历史性：广义情报学

研究方法体系的两个维度

在讨论广义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如何构建

之前，或许需要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否

存在静态的方法体系。这一问题对于一切意欲

建立“方法体系”的学者来说都非常棘手，因

为他一方面要将已有的方法容纳进去（或者淘

汰一部分），另一方面又需要保证此一体系对

新方法的开放。这一任务或许可以借用知识组

织的先进技术来完成，不过在那之前似乎应当

先从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体系化的反思中获得一

些教益。怀特海（A.N.Whitehead）[39] 所言可

资借鉴：“我们必须有体系，但我们应当使我

们的体系保持开放。换言之，我们对它们的局

限性应当有所敏感。它在细节方面总会存在有

待加以洞察的模糊的‘在此之外’。”尽管怀

特海只是声明了体系化的局限性，而未说明我

们为何“必须有体系”，但这已足够启发我们

将“静态的方法体系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转

化为“为何需要方法体系”这一问题了，而这

一问题则更容易回答，因为构建一个方法体系

如果不是为了显示研究内部的有序性，那么就

是为了指导将来的学术实践。如此一来，本文

的目的便不在于构建完备体系，而在于构建实

用体系，亦即指导广义情报学研究学术实践的

方法体系。

类似的工作已有学者做出了一些尝试 [13-20]，

然而多未区分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信息范

式与情报范式以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因

而已有的方法体系有待更新。它们的构建思

路可以归纳为六种方式：层次说、流程说、

功能说、二分说、对象说、时代说 [20]。其中，“功

能说”与“流程说”对本文具有参考价值。“功

能说”是一种基于方法功能构建情报学方法

体系的建构方式 [40]。不过其中存在着研究方

法之功能与研究活动之目的的错置，如将“预

测”看作某类研究方法的功能特点。实际上，

与其说“预测”是某类研究方法的功能特点，

不如说“预测”是一种研究、工作活动的“目

的”；在预测类的研究、工作活动中，可以

采取多种研究方法，而这些研究方法却未必

都与预测类的研究、工作活动绑定。“流程说”

则是一种基于情报实践活动之流程构建情报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SYSTEM UNDER THE BIG INFORMATI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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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体系的建构方式 [14-15]。这一方法体系对

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情报工作来说是有效的，但

不足以涵盖信息范式下的广义情报学研究以及

情报范式下的狭义情报学研究。不过其思想值

得借鉴，因为各种方法的命名标准并不统一，

有的方法规定了从数据收集到结果分析的整个

研究流程，而有的方法只涉及数据的收集或者

只涉及结果的分析，将这些方法放在一起讨论

显然并不合适。因此，构建广义情报学研究方

法体系首先需要采取一种目的论意义下的过程

观，亦即在前文所述广义情报学研究体系的基

础上，按照研究目的对不同研究活动的类型继

续细化，然后对不同目的的研究活动描述其研

究过程，进而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讨论可能

用到的方法。

然而，若仅止步于此，则不可避免地会使

整个方法体系略显支离。如果再考虑到冠以某

一名称的方法本身也可能随时间不断进步，以

及某一方法在共时层面上或许还会由于哲学立

场的不同而存在学派间的差别，那么情况就又

要复杂得多了。因此，有必要将历史维度引入

方法体系的构建之中④。方法体系的历史维度（或

历史性），不是指将不同的方法按照历史时期

分类，而是指通过阐明每一方法的历时性演进

历程来重现方法之间本来就有的内在联系。如

果不这样做，那么当一个方法体系“背负着对

其自身来说已成为不可认识的‘过去的’遗物，

去寻求摩登的东西”[44] 之时，它便面临着失语

的危险。

4　“求新声于异邦”：构建广义情

报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实践进路

当一个方法体系可以被共时性的过程维度

以及历时性的历史维度所刻画时，可以说它暗

含了与时俱进的潜能。然而“顶层设计”不能

取代“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承认情报学研究

的方法大多是外来的（又或者说是社会科学共

有的），那么就不能不在具体实践中“求新声

于异邦”。这“异邦”是两重的：学科层面以

及国别层面。在学科层面，可以积极了解其它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之比较情报学已经引

入的研究方法而学习情报学尚未引入的研究方

法。就已经引入的研究方法而言，譬如，路径

分析（path analysis）以及在此基础上加入测量

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g, SEM）即在心理学 [45]、管理学 [46]、政治学 [47]、

教育学 [48] 等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而多元线性

回归（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则在经济

学 [49]、社会学 [50] 中更为常见；就尚未引入的

研究方法而言，如基于模型的功能核磁共振成

像技术（model based fMRI）有助于理解行为背

后的脑机制 [51]，这一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对

于情报学研究或有启发。在国别层面，可以充

分利用国外的研究方法系列丛书或研究方法在

线数据库，如“SAGE 研究方法在线数据库”[52]

④实际上，域外方法论的历史之维常常是其它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参见文献 [41-43]），只不过似乎被情报学遗忘了。
⑤自 19 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提出实证哲学后，“实证主义”发展到今天，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见文献 [53]。
即使是实证主义及其变种，再加上建构主义，也不足以涵盖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研究方法。参见文献 [54]。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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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 SAGE 出版公司数十年间出版的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丛书以及案例集和数据集，这些不

断更新的资料可以指导几乎任何一种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的学术实践。

在此基础上，如果不满足于常见的缺少历

史维度的方法分类，如定量（quantitative）与

定性（qualitative）的二分、实证主义（positivism）

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二分⑤，则大致

可以辨识出情报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源

于西方的两个方法论传统，一为统计学传统，

一为阐释学传统⑥。在统计学传统内部，常用的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有着很早的统计学源头，

而只有在这源头处才可以发见不同的基于统计

学的研究方法的内在联系。不妨以结构方程模

型与多元线性回归为例。如果不详细考察它们

最初所援引的统计学思想，那么大概只能看到

路径分析是结构方程模型的前身，而不能看到

路径系数实际上是一种标准化的回归系数而与

多元线性回归有所联系 [55-57]。又如对于测量误

差的处理，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同质性信度（ho-

mogeneity reliability）控制，而多元线性回归通

过基于变量替换的稳健性检验控制。已有学者

总结了近 50 年来最重要的 8 个统计学思想⑦，

在这些新兴的统计学思想与经典统计学思想的

比较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情报学研究在方法上

的联系。

历史维度的引入不仅能够揭示具有不同名

称的方法间的内在联系，也有助于阐明具有同

一名称的方法的内部差异。在阐释学传统内部，

情况便颇为复杂，因为不同方法间的哲学立场

更为多样。源自 19 世纪狄尔泰（W. Dilthey）

的现代阐释学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并不受欢迎，

或许唯有格尔茨（C. Geertz）的民族志（eth-

nography）研究法得以幸存。格尔茨将民族志

研究视为一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将

其比作文学批评 [59]。他认为，民族志研究不是

像科学研究一样要使复杂现象尽量简化，而是

要让简单现象尽量复杂化，旨在解释“这一个”

文化现象。显然，若按照格尔茨的说法，民族

志研究或许并不容于以科学自任的情报学研究

了。而本文之所以强调是格尔茨的民族志研究

法，是因为民族志研究法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

经历过危机与转向 [60]，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

民族志研究并不相同。

不过，以上仍是关于方法体系的历史性构

建的实践进路的讨论，在那之后，则需要进入

⑥本文将几乎没有运用统计学思想的方法归入阐释学传统之中，如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这一二分尽管考虑到方法演
进的历史维度，但仍不能说是完备的。
⑦ 包 括 反 事 实 因 果 推 断（Counterfactual causal inference）、Bootstrapping 和 基 于 模 拟 的 推 断（Bootstrapping and 
simulation-based inference）、过参数化模型和正则化（Overparameterized models and regularization）、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s）、通用计算方法（Generic computation algorithms）、适应性决策分析（Adaptive decision analysis）、鲁棒性推断（Robust 
inference）、探索性数据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参见文献 [58]。
⑧历史研究也只对“这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负责，只探求一种历史性解释。所谓“历史性解释”，即通过描述某一“特
定”事件或事物状态如何形成来解释其出现的原因。参见文献 [61]。
⑨暂不考虑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两阶段间可能存在的循环往复情况。此外，关于前文所述之方法体系的历史性的论证或
许亦有待补充，因为不仅是资料分析方法在不断演进，研究设计方法和资料收集方法也在不断演进，但限于篇幅本文不
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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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观这一维度的讨论。前文已述，方法体系

的过程观是目的论意义下的过程观，不宜将具

有不同研究目的的学术实践等量齐观，而应首

先放在广义情报学研究体系下加以辨析。譬如，

有的研究旨在解释“特定”现象而不寻求结论

的推广，如格尔茨的民族志研究，又如历史研

究⑧；有的研究旨在技术改进，此时并不需要系

统性收集的经验资料；有的研究旨在于新数据

集上检验已有技术的有效性或优越性；有的研

究则旨在于新情境下检验已有理论的适用性，不

一而足。凡此种种，如果我们暂时放弃对特定研

究“价值究竟几何”（亦即是否果真具有它所宣

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追问，那么仍然可

以大致按照研究设计、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三个

阶段来划分所有学术实践的全过程⑨。

如此一来，阐释学传统中的一些方法可以

获得必要的区分。譬如，可以首先根据结论是

否需要推广区分案例研究、扎根理论与民族志

研究、历史研究（前二者需要推广，后二者不

需推广），然后根据资料收集方法区分案例研

究与扎根理论（前者需要深入当代实际社会情

境以获取资料 [62]，后者则往往通过访谈获取资

料）。与此同时，统计学传统中的方法演进也

可以在资料分析阶段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譬如，

不论是显式地用方程表示的模型（如回归方程）

还是隐式地用方程表示的模型（如结构方程模

型），它们的参数（亦即回归系数或效应量）

都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等经典的

参数估计方法获得，那么这些参数估计方法是

否有必要单独列出以纳入方法体系之中也是未

可定论的。而在这些传统建模方法之外，还有

基于情境建模的计算实验 [63]、结合贝叶斯统计

思想的建模方法 [64] 等，如果不从建模思想的历

时演变角度来考察这些方法，而将其平行并置

于一体系之中，无疑也会大大削弱方法间联系

的直观性。

5　结语

本文从“大情报观”下情报学学科的内部

异质性入手，讨论了广义情报学研究可能的研

究体系，进而从过程观与历史性两个维度考察

了实用广义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思路以

及“求新声于异邦”的实践进路。仍需强调，

构建方法体系不应当成为目的而只应看作认识

方法间联系与差异的手段，它有助于我们避免

哈耶克（F.Hayek）所说的唯科学主义：“对自

己的题目不加思考，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

最恰当的方式。”[65] 同时，“求新声于异邦”

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学科内部发展的停滞，毕

竟即使是最能代表情报学学科的“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s），在当代也几乎没有理论和

方法论上的进步 [66]。最后，考虑到一切体系的

不完美，或许需要借用维特根斯坦（L.Wittgen-

stein）之言——“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

子扔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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